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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同题讲座录音整理稿写成。讲座于 2007年 11月 12日在中国农业大学西
校区主楼 614会议室举行。我十分感谢赵旭东教授的邀请及李小云教授、刘晓茜女士在讨论
中给予的启发。我也十分感谢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2009届硕士李怡婷、牛静岩、王念、齐
钊，他们对讲座录音进行了整理，我是基于他们的整理稿梳理出这篇随笔的。

① 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 ———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M］.北京：世界图书出
版公司，2007.

② 王铭铭.心与物游［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③ 王铭铭.经验与心态 ———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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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作为他者》①之前，我写了《心与物游》②和《经验与心态》③这两本书。
《心与物游》这本书，第一部分主要是谈中国人的世界观，特别是“天”这个概念；第二部
分是谈人和物的观念；第三部分是谈物的文化史；第四部分是关于物的哲学；最后一部分内

容较杂，主题虽还是跟前面的论题有所呼应，但并不直接。
汇编的文章涉及某些体会。
写关于“天”这个概念，我也是在写自己感受到的非西方世界的宇宙观在历史中遭遇“上
帝”概念的渗透的历程，这个历史的本质，是相对“缺乏超越性”的“天论”，在“富有超越性”的
“天主论”面前所已表现出的“弱势”，及这一“弱势”带来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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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与物游》的第二篇带批评地延伸莫斯（Marcel Mauss）的观点，他写的《礼物》①是一本
很基本的书。莫斯可以说是在社会科学里面较早谈“人物”概念者，他用的词是 person的拉丁
版。他是第一个从图腾等方面谈人为什么能够当成物来看的人。莫斯关于人物的论述在一篇
叫《人的精神范畴》的文章里有了不起的说明。②这篇文章非常重要，但是今天已经被很多人
给忘记了。它主要是在说我们人是通过物的一个小局部来定义自身，某些民族把自己定义，
成一只熊的一个爪子，或者是一只鹰的脑袋等等，他们通过对自己的名字和物的一个小局部

作定义从而决定自己在社会当中的角色。莫斯这篇文章里面有一段在方法上面非常精彩的
话，大意是：我们在研究人的社会的时候，通过种种的民族志陈述意识到只有把人当成是社

会这样一个舞台中的人来看的时候才是有收获的。
在《心与物游》中，我谈到为什么中国会有把人跟牛对应起来的看法，以至于我们今天还
有“牛人”这一说法。实际上“牛人”之说很古老。在这本书中我引到苏东坡梦见了自己是一头
牛，还被官府抓去鞭打的故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梦到这个，第二天很悲哀，想到自己也只
不过是一头被政府鞭打的牛。我们知识分子也常把自己当成“孺子牛”。这种种事项说明，我们
的确是像莫斯所说的那样在生活着，是作为社会这个舞台上的一个角色。为什么说是这个舞
台上的一个角色呢？最早可能是带着面具在跳舞的人，这个面具可能是人在社会舞台上的最

早的表现。但是最后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人要演一个角色还要化妆，这都是一连串的。
莫斯没有很明确表明一点，即我们在社会剧场里的角色是有高低之别的，而我们也时常

用“物”来形容这个高低之别。关于人的次序之别，我们可以在物的“表征”中看到。
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被说的重要发现，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对玉格外青

睐。从石器时代向金属工具时代的演进，似乎是文明早期进程的普遍特点，但在东亚这地块，
这过程还夹杂着一个漫长以至可以说延续至今的“玉器时代”。
关于“玉”，考古学家已有了许多论述。我感兴趣的是一个问题：玉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到
底起什么样的作用？

我在收录于书中的《君子比德于玉》一文中说，正是由于玉在色泽和透明度上远远比生
产工具显得纯净，所以在上古时代先被视作是“祭祀之物”、巫术之物，再被贵族视作地位象
征，接着到孔夫子的时代，玉成了君子道德性的表现。
从玉这种物，我们可以看透社会理论的一般问题。
莫斯说每个人都是个人物，这个观点道理上是说得通的。比如，当你说别人“不是东西”
时，实际是说他们“不是人”。不过，当我们说我们都是人物时，我们兴许忘记了另外一个常
理：古人说的“人物”要么出众，要么超脱，要超群脱俗，出众的人才叫人物。关于“人物”这个
方面的含义，在现在历史学杂志《人物》的定义中仍然保留。“人物”要能列到那个杂志里得到
研究非常困难，必须出众。那么，为什么我们用“人物”来形容这一类人呢？“人物”是怎么来的
呢？也许孔子时代的人用玉来解决的，恰是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要成为人物，就要使品格抵

达用玉这样的东西来形容的境界。

① 莫斯著，汲喆译.礼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② Marcel Mauss, “A category of human mind”, in The Category of the Person, Michael

Carrithers et al e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25.

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书后

145— —



N
orthw

estern
Journal

of
Ethnology

除了玉，香料、茶叶、糖、槟榔、咖啡和水，这一串的事物也引起我的关注。作为一个社会
科学的研究者，关注这些事物出自什么原因？我观察这些事物的体会是，这些事物的流动性

极大，而我们这些以人文世界研究为己任的学者，却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今天的社会科学
有些遗憾，它不能使我们看到物的流动性和人的流动性。不是说社会科学不存在关于流动性
的阐述，只是说，这些阐述都假设流动性是近期才出现的，过去的社会总是固定的。我们多数
只研究人，而不研究他的造物和他的消费品。我们总是以为人动起来时，社会已进入所谓的
“开放时代”。比如，不少研究说，农民开始流动起来了，社会也就开始开放了。我关于物的文
化史的文章想说的是，在所谓“未开放时代”，人与物早就流动了。仔细思索中国历史上的现
象，我们会发现，古时候存在的流动，远远超出社会科学家的想象。
如何解释古代巨大的流动性和我们想象的传统中国的封闭性之间的矛盾？就说香料这

件事吧。我这篇文章说的是我们在庙宇寺院里面烧香用的香，这样一种东西在西方的汉学里
面长期被当成所谓“中国宗教”的最主要的特征。有一批人都说到香炉，香炉用来烧香，烧香
是要跟神进行交流，香可以说是中国人沟通自己和他想象的力量之间关系的一种物。不少前
辈关注到香在人神之间的作用，而没有关注到所烧的香自身的物的文化史。我这篇文章则提
到顾炎武的《日知录》补篇记载的明初年间的几项禁令。据载，明朝的南方地区很多老百姓拜
神的时候还在用“番香”，也就是“外国香”。当时的本土主义政治家认为，既然是明朝人烧香，
那香最好是本土的，干嘛要外国的？“百思不得其解”中，他们坚信，要烧香的话就应该像古人
那样用天然的植物，不要烧那些从外国进口的混杂的香末。朱元璋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是
一个农业主义者，也是一个本土主义者，不喜欢外国的东西。他认为，元朝时外国的东西扰乱
了众人的视听，导致了中国的动乱。他想创造一个有秩序的中国，于是他就试图通过农民的
文化来再造中国。这个农民的文化就是完全本土的文化，就连烧的香料也是如此。有意思的
是，明朝的这一禁令，恰恰是针对明朝以前一千多年间的一个事实：中国人烧的香料向来都

是外国进口的。
物的流动性与我们心灵里对物的固定性的追求之间之矛盾，是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的。
从槟榔，我也想到了这一矛盾。去过台湾的人总喜欢找那些卖槟榔的槟榔西施，总能发

现槟榔跟所谓“台湾人本土认同”之间的关系。一些台湾人把嚼槟榔视作台湾人认同的一个
象征，甚至认为槟榔即为台湾文化。一些人用国家之理想想象认同，而且还把这个认同附着
在物之上。矛盾的是，其所选择之物，历史的漫长却远远超出他们的认识范围。查一些史书，
不难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中国的南方到东南亚的所有国家都不喝茶而是吃槟榔，他们

待客的方式就是一起坐着吃槟榔，包括妓女显示自己有品位，也是嚼着槟榔，满口露出槟榔

的红颜色，她们觉得那样才够“性感”。显然，槟榔在历史上曾经是远远超出历史范围的一个
物。为什么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它会被人认定是某一个国族所特有的东西？这构成一个“历
史的讽刺”。
《心与物游》的后面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讨论关于物的哲学，如宋儒关于物我的观点，
欧洲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关于物的论点；另一部分，则是在谈关于历史的理解，主要观点，是从

前面几部分延伸出来的。
写《心与物游》这本书的意图是什么呢？最近流行国学，于是兴许有人把我这里所想做的
工作说成是用国学改造人类学的努力。我对国学一窍不通，连附庸风雅的本事都有待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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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谈国学，而是在跟西方社会科学家一道思考其社会理论的局限性。可
以说，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理论多建立在死亡哲学的基础上，所以他们才会注重像结构的分

析等而缺乏对历史的研究，对自然的生命的这种关照。
当然，西方社会科学还是由不同的人做出来的，内涵和观点也会随之有差异。我只是说，
大的社会科学，“死亡”理论还是基础。我的“问题意识”是：假如我们把死亡哲学换成那种不
断跳跃的生命哲学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将出现什么样的面貌？这个我没有答案，但是我认为

如果说我这本书有什么价值的话，它就是想鼓励大家多从生命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的社会分

类存在的问题。今天我们在方法上受到很多西方科学的训练，这些训练都是好的，但是如果
被这些训练框死的话，我们在研究我们的社会的时候就缺乏一种活生生的感觉。因为社会统
计学的前提是每个人当他被采访的那一瞬间他说的话才有效，也就是说预设这个社会是死

的。如果说他今天说这个话，明天说那个话，都只是他一时的感想，那么统计就难以进行了，
因为一个人一辈子可以有千万种想法。当然这个背后有结构，可以摸出规律，但是我们思想
的变化是“令人恐怖”的，是令我们社会科学、社会统计学无法统计的。这不是说人不道德，每
天说的不一样，只是说要多考虑人的这些方面，人是因为有生才有死的，或者倒过来说有死

才有生的，而非如同近代社会科学设想的那样，为了死亡而活着。
说生命哲学和死亡哲学的区别，也是在说对变迁的解释。20世纪以来，人类学家一直研
究变迁，但其理论变化并不大———它总是在解释一个社会的变迁到底如何与外力构成因果
关系。以前有文化接触理论，近二三十年来，有世界体系、全球化理论，都属于外力说，而外力
是哪个？就是西方。在人类学家笔下，原来传统社会都是内在结构稳定的，只是到了近代，碰
到一个外来的东西才开始变化的。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既能解释变迁，又能解释“社会”的延续
的理论？可能不易，但我们首先要避免在解释变迁时把所有的动因归结为外来的。我还是觉
得，对于生命哲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解释变迁。合格的生命哲学，恰是要说明生命的“活”，
而“活”就是历史，就是不断的“变”。现在流行的变化理论，多数来自死亡哲学，它很强大，在
论述变迁问题时，可以形容一个社会从“死”（固定的类型）到“活”（不固定的类型）的过程，可
以形容 A社会变成 B社会的过程，但却没有能力描述 A社会变成 A1、A2、A3社会的过程。
接着，让我谈谈《经验与心态》。这本书内容也比较杂，我把一些写过的札记分编汇合，大
体说，想解决如何视历史过程为有机生命这个问题。一些文章牵涉传统中国的符号学对未来
人类学可能的贡献，涉及我们对现代化过程的困惑，涉及中国社会的特征。前面几点，容我加
以省略，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关于“中国社会”的一两点看法。什么是中国社会呢？大家能给出
一个答案吗？我认为不可能。可是，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中国社会”又是一个常见的概念。
一个难以定义的东西缘何被当作是我们研究的“基本概念”？问题很大。“社会”是什么呢？提
出“社会”概念的人定义的社会有双重含义。首先一方面，在涂尔干的社会学里，它指的是把
团体当中的所有人联结在一起却不简单等于是他们的联结本身的东西。既联结又超越联结
的东西是什么呢？这就牵涉“社会”的第二方面的含义，即，其合一是以所谓“绝对他者”的存
在为前提的。何为“绝对他者”？在欧洲，它指的就是神，是唯一的造物主。人是他创造的，世
界也是他创造的，他在人和世界之外凝视着人和世界，于是成为“绝对他者”。这显然是一种
普遍主义的“他者”，其产生，根源在于一神教，因为在多神教中，这个意义上的“他者”难以
“绝对”，这一“他者”，更多元，更具体。我们中国人有很多他者就是隔壁的人，他们和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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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完全一样。这在基督教里，理论上是不可思议的，可以思议的是在上帝面前众人平等，宇
宙形成二分，一边叫作人，另一边叫作上帝，这是一个特殊意义上的互为他者的世界。当然，
这个“绝对他者”在其他文化当中可以表现为另外一些形式，都是叫作“社会”。比如说在印度
这个种姓社会的世界当中，遁世修行者就可能是“另类他者”，这些人我们中国叫作“隐士”，
他们完全避世，很个体主义，不跟别人来往，是大众的他者。这种“另类他者”和上帝一样，是
社会的性质。如果没有这些隐士，这个社会的意义就不存在。因此可以说，社会是超越社会之
外而又内在于社会的一种精神。我们能不能根据一个经典的西方的这种概念来形容我们的
生活呢？有的人认为是不可以的。假使我们猜想的话，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是合理的，中国算不
算是一个社会呢？按照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的理解，我们中国不能算是一个，因为没有一个

“绝对他者”。那么现在中国有没有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混乱的状态，没
有一个一致的答案，似乎每个人都想寻找自己的“绝对他者”，而没有一个人认定他已经找到
了。所以，僵化地坚持涂尔干理论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不存在社会。但事实
可以这样看吗？ 20世纪给中国带来的无神论导致我们不承认“绝对他者”，于是也很难真的
有社会。这一点我看是可以接受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存在社会？商文明里
兴许有至上神之说，而且也远比周文明要明显具备和欧洲接近的纵式的“绝对他者”观念。但
是从周朝开始，中国的国家机器的祭祀从上帝的观念转向了一种“复合文化”，这一文化延续
了商的祖先崇拜，但似乎把祖先从“神谱”中分离出来，使之与具体的人和群体联系得更紧
密。自周以后，中国就似乎再也不存在一个欧洲意义上的“社会”了。是这个特殊的历史经验
决定了我们中国“没有社会”，还是 20世纪初期的这些思想变化（特别是无神论的扩张）使我
们“没有社会”呢？答案在哪里呢？传统中国如果说有一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是完全不同于
欧洲式的以宗教精神为精神的社会。可这样的一种另类“社会”又如何描述呢？如果它没有宗
教，其凝聚力又来自何处？祖宗留下众多文献，称我们的社会以“礼仪”为特点，凝聚力来自
一套我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则。礼治之下的中国和神治之下的欧洲有什么不同呢？大抵可
以说，中国是基于具体关系来依靠道德的，而欧洲是基于人和上帝的相互辉映的程度，特别

是人辉映上帝的极度的善良来定义道德的。我们中国人说人家缺德的时候大概都是因为他
关系没有处理好，而不是因为他的行为违反了上帝的意志。因为我们不存在一个上帝，我们
的上帝就是我们的邻人。欧洲的宗教的社会衍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权利非常明确的
社会的诞生，这种社会叫作宪法或者宪政社会，为什么它的权利能够如此地明晰呢？这是因

为有一个绝对的上帝在保佑着这种权利。而在中国因为没有这个，所以很难弄清楚这些东西
是我的还是你的。莫斯有对中国的认识，他在《礼物》这本书里面谈到人和人之间通过物的流
动造就的这个心心相印就是中国人思想上的社会，而不像从罗马帝国欧洲就开始有的那种

通向对神圣权利的承认来界定财产的神圣性。基于这类的对比，《经验与心态》试图在历史经
验和文化心境之间搭建桥梁。
《心与物游》、《经验与心态》形成于《西方作为他者》之前，与后者是有一定联系的。但《西
方作为他者》这本书，可以说完全是 20世纪 80年代末期的“心态产物”，这本书的副题的关
键词是“西方学”。记得 1989年，伦敦一些中国同学组织自己的通讯，约我写篇文章，我就写
了一篇叫作《西方学》的短文（可惜我并没有保留这篇稿子，也找不到发表这篇稿子的通讯）。
当时我在伦敦留学，学习人类学，当时开始有一批批学者，他们写了许多著作批评西方，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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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欺负东方人。这些西方的自我批评有胆识和良知，但也带来一些认识上的不良后果，比
如，世界史经这么一弄，西方“意料之外”地成为主调。我去过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知道那里
留存着遭受东方人欺负的历史痕迹。这些地方的人民还创作了诸多民间故事来颂扬守护西
方人的圣徒如何伟大。比如，在西班牙某地，人们说，圣徒的银魂夜间会飞出来，把入侵的东
方人打败。可见，20世纪 80年代的反思者说的只是一面之词，没有谈西方人曾受东方人的
欺负。我不认为我们应当有过多东西方相互“战斗”的历史，但从对这一历史的叙述里我看
到，有些自我批评在深处反倒起到了抹杀他人的历史创造力的作用。我不认为我们应当过多
强调“东方西进”，但东方的所谓“主体性”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西方作为他者》表明，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西方观。我们的“西方”指的是什么呢？欧
洲的“东方”子虚乌有，今天指这个，明天指那个。同样的，中国的“西方”也是如此，地理范围
没有固定。中国的“西方”大体有过三种：第一种，西方在昆仑，在我们的史书上，最早出现的
西方之说就是跟昆仑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跟一个最早是人和动物合一的不可理喻的

存在形式紧密结合，她就是西王母。随着历史的发展，西王母变成了一个人们想象中的神女。
在周和汉之间流传着一些关于西王母的故事，其中有周穆王西征的传说。晋代发现一本古书
叫《穆天子传》，集中地展现古代中国的西方观。这个故事展现出来的世界是分成两半的，一
半是周穆王代表的东方，另外一半是西王母代表的西方，世界是个二分的世界。西王母的
形象已和穆天子的形象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完美的“结构”。穆王是男性，西王母是女性。故
事说周穆王带了很多衣裳送给西王母。为什么带衣裳送给她呢？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原地
区，纺织业比较发达，我们是可以这么说的；另一方面是周穆王虽然认为西王母很神圣，但

是他们那些人不穿衣裳，所以我们得送给他们所缺少的东西。穆天子拜会西王母，也是有
所求的，眼光看的是她拥有的“另一些物”。西王母周边有什么好东西呢？就是有好多山脉，
每座山上都有非常优美的玉石。所以东方的纺织品和代表着君主的王权象征的玉石相互
交换。这个王权的象征来自遥远的西部。天子生活的时代，已是青铜时代，他是将许多青铜
礼器和武器，用于祀与 ，但青铜材料不可能来自他的帝都，而代表王权的东西，则还有玉

石，到西部去采石，便成了他的征程。
曾有博学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西王母来自欧洲，也有不少的人认为来自伊朗。自
从 20世纪 50年代以后，因为要搞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所以不许说西王母来自欧洲或者中
东，而只许说西王母来自青海或者新疆。所以后来关于西王母的书多数说她来自青海或新
疆。而无论如何，关于西王母的古史，表达的就是中国的第一个西方形象。
我们的第二个西方形象与印度紧密相关。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汉以后，佛教开始“征服”
中国，渐渐渗透到中国人的心灵中。佛的由来地，于是替代了西王母，或者与之混杂，成为我
们心灵中的一个“新西方”。
西王母与佛的混杂，在汉人民间宗教中依旧明显存在。去作农村调查，考察丧礼，我们
发现又是道士和和尚联手安排的。道士安排丧礼时，灵堂里会写“西方瑶池”几个字，瑶池
就是西王母的居住地。和尚安排丧礼时，则会写“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指印度，或者说“新
西方”。
两种“西方”的长期并存，我在书中没有多谈，我的书主要谈印度这个“西方”出现在我们
的“表征世界”里的过程。它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说是秦王朝时出现的中国宇宙论的“东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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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逆反”，另一方面则可以说是与中国玄学的兴起有关。秦王朝的统治者来自西部，但统一
天下后，在神圣领域里特别重视东部。秦始皇封泰山就是秦王朝“信仰东进”的重要表现。关
于秦始皇封禅，历史记载比较清楚，我从这些记载中学到的主要是，秦王朝接受一个被征服

地的山岳为帝国的“圣地”，从中缔造出了一个以山川为象征内涵的“世界观”，使自身具有
“东方性”。这一“东方性”在汉帝国时期被延续运用，直到与佛相关的“西方”进入后，情形才
出现了根本改变。汉代时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为士，其数量达到了很多，
以至于到最后整个“社会”养不起那么多士。接着，中国又进入到一个“乱”的阶段。生活在“乱
世”，一些士萌生了出世心态，到山林中寻找自己的自我，将上古道家的一部分哲学改造为玄
学。而更多的士则需要找到自己的“另类生活方案”，寺院成了他们可以选择的去处。我以为
是秦以后的种种社会动态，导致了“西方”意境再次成为中国世界观的核心境界。
历史上中国的方位意识变化很多，内涵复杂，从上古到秦，经历西方化与东方化的过程，

到汉以后又经历过“再西方化”的过程，而这一“再西方化”的过程由与中国汉以后形成的南
北格局勾连起来，出现“南方化”。到隋唐，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之一，我们也变成了
日本的“西方”。
对于古代那些变动不居、内涵复杂的“西方学”，我只能给予线条上的初步梳理。作这样

的梳理，目的主要在于指出，我们当下熟知的“西方”，是在过去的种种“西方论”的土壤上产
生出来的，它并非“唯一西方”。
兴许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前近代版西方”，跟“东西洋”之分的出现有关。此区分，先已在

非官方的航海知识中存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采纳了它。“前近代版西方”，牵涉到了“洋”，或
海洋世界，这个世界，之前曾在秦代时被认为是“东方”，是蓬莱仙山的所在地。之后，一些高
僧大德西行，经历过这个世界，先将之与“南方”联系起来。隋唐时，我们对于海洋的观念，受
南北格局的影响，认为南边可通海。直到明初，海在南边的看法一直以“南洋”之说为形式流
传在民间。到宋元，“南洋”出现东西洋之分。但 19世纪之前，无论东洋与西洋，所指的空间，
都并非我们今日之所指。19世纪时，为了形容“洋夷”（欧美人）的来历，我们借用了此前的
“西洋”概念。“西洋”贴切地形容了由海洋路径而来的近代西方势力当时大规模的“跨国旅
行”，大规模的军事、商业行动，主要依靠海路，故欧洲帝国，时常被称为“海洋帝国”，“西洋”
说的就是这么回事。现在人们不再用“西洋”，而改成“西方”。这个变化出现于何时，缘何出
现，是个值得追究的问题。
有古书说，欧洲人是生产羊的，而羊是怎么生产的呢？是像种庄稼那样种出来的，所以欧

洲这个地方最早叫“地生羊”。那么欧洲对中国人又是怎么说的呢？说中国人是这么一群人，
他们生产丝绸，而丝绸不是人用蚕丝编织成的，它是长在树上的一种东西，中国人采集下来，

做成布。如果要说远的话，欧洲对东方的认识应该就像我们对西方的认识一样起源于误解，
但这误解里面还是有一些真实性，比如说丝绸和羊恰恰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分界，一边是以畜

牧为主，一边是以种植为主……但是这个故事太长，我想说今日对东方的看法有什么评价。
我刚才评价到了像萨伊德之类人写的书，有必要补充，今日西方在评价东方时最原型的内容

来自人类学。人类学是研究原始社会的，那么原始社会为什么原始呢？人类学以为，白种人是
首先在原始人面前出现的另外的一群人，这是西方对异族的看法的总特征，西方人类学家不

认为在白种人出现于原始部落之前还出现过另外一些人。我想指出的是，在西方人出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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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早已在原始部落面前出现过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也就是说，代表文明世界的不单
是西方人，还有一些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人。我还写过一本叫《无处非中》①的书，书中谈
到，英国的人类学好像历来都在说他们的政府是第一个进到非洲去的殖民政府，但实际上很

早以前，阿拉伯人就进入了非洲，于是现在非洲许多国家都有阿拉伯人部落，而阿拉伯人去

以前，印度人就去过了，之后，中国人也去过，欧洲人只不过是后来者。西方的东方观的最大
的特点是，它认为西方人是第一批认识世界的人，或者说接触到落后民族的人。在这样一个
社会科学的误解下，学术又该如何做呢？我认为，我们应摈弃把“现代化”当作“西方化”来研
究的社会科学，因为在“现代化”以前还有别的“化”，比如说中国的西王母化、佛教化、印度
化、西洋化。
书写《西方作为他者》，我试图将两条线索关联起来，其中一条是中国方位观念的谱系，

另一条则是士这个“阶层”在中国的“世界活动”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我感到，20世纪以来西
方人类学所用的“自我与他者”这个对子，是部分有用的，它让我们理解了了解“他者”是重要
的，但它也有局限性，它让我们以为“他者”在“另一个地方”。我的叙述则企图说明，“他者”在
我们四周，在不同历史时段中，我们会侧重四周的某一方位，某一板块，来形容“他者”。这个
意义上的“他者”，不单是“他人”，因为这包括了“生活”于四周的其他人、其他物、其他神、其
他鬼、其他祖先。我还特别侧重观察“他者为上”的心态的历史。过去几十年来，人类学内部多
流行“他者为下”的说法。人类学家多来自西方“高处”，在观察远方时，采取“自高而低”的姿
态。这就给了人类学的批判者一种“他者为下”的印象。而我的研究表明，历史上，即使是像所
谓“中华帝国”这么大的“天下”，“他者为上”也很重要。昆仑、印度、西洋，这些跟“西方”有关
的空间方位，在我们祖先的眼中，是有深重的神圣感的。我认为是这种古代的方位意识，使我
们今日仍旧“迷信西方”。说我们历史上有诸种西方，而非只有一种，也是说当下流行的“中西
对比”，视野可以更开阔些，这一“对比”，起码应考虑到“西方”的多重性，再进一步，我们则还
需与世界的其他方位形成关系和比较。另外，《西方作为他者》贯穿始终地关注士的作为，从
《穆天子传》中带着天子去旅行的士，到西行的高僧，再到近代前去西方留学的知识分子，构
成了我们的方位意识转变的关键枢纽。这些人物的举动，留下一些历史的痕迹，这些历史的
痕迹，构成了一部中国人认识世界、包容他者、影响世界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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